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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通过建立一个异质性农户模型，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确权对于农户资本投

资的影响机制:稳定土地产权、促进土地流转、放松信贷约束。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 CLDS)的农户微观数据，本文使用 PSM-DID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土地确权后资本投
资提升了 20%。为了保证因果分析的可靠性，本文将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和 CLDS 数据
匹配，进行了事前趋势检验;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交互项; 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了估

计。本文还进行了多种稳健性检验:改变估计样本、考虑其他宏观政策的影响、安慰剂检
验，证明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异质性分析显示:土地确权对中等土地规模、东部省份以
及中等生产率农户的投资有更显著的影响。本文发现目前确权主要通过提升土地承包经
营权稳定性这一直接机制促进农户资本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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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及文献述评

长期以来，精耕细作的生产模式在中国农业生产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这种生产模式却
是以低机械化水平和小规模经营为基础，导致中国的农业生产率水平难以有跨越式的发展。农业
生产率低下、农业就业人口过多，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 ( Ｒestuccia et al．，2008;
Adamopoulos ＆ Ｒestuccia，2014) 。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率低下，主要由于农户土地规模过小和农业
资本投资水平偏低( Adamopoulos ＆ Ｒestuccia，2014) 。2018 年中国耕地经营规模在 10 亩以下的农
户有 23313. 6 万户，占比高达 85. 20% ; 纯农户占比 63. 65%。①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农业还是以小
农户生产为主，大量小农户收入依然依赖农业生产。农户规模偏小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农业机械
化的发展。2018 年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突破 10 亿千瓦，全国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达到 69. 10%。但相比于其他农业生产率水平较高的国家，中国农户自有
农机设备比例较低。据世界银行数据，2016 年中国户均仅拥有拖拉机 0. 13 台、联合收获机 0. 005
台、播种机 0. 03 台，不仅远远落后于日本、韩国等资源禀赋条件相似的东亚发达国家，甚至低于菲
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发展中国家( 方师乐等，2020) 。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农业资本投
资可以改进农业生产率( Adu-Baour et al．，2019; Paudel et al．，2019) ; 基于中国农户调研数据的研
究，也证明了农业资本投资可以提高粮食的生产效率( 周振和孔祥智，2019 ) 。随着中国非农就业
的增加，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突出。农业资本投资可以替代劳动力，减少对于重体力的依赖，在
劳动力老龄化的背景下提升农业生产率。已有研究认为土地经营规模( 曹阳和胡继亮 2010 )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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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劳动力价格水平( 郑旭媛和徐志刚，2016) 、地理条件( 郑旭媛和徐志刚，2016 ) 会对农业资本投
资水平产生影响。农业资本投资依托于土地，因此土地产权制度的安排对于农户投资决策也有
巨大影响。本文关注中国独特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对于农户资本投资的影响，而中国 2009 年开
始的新一轮渐进式的农业土地确权改革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帮助我们识别其影响效果以及

影响机制。
地权稳定性对农业投资的影响是经济学长期关注的题目。土地产权稳定性的提升可以有效降

低农户未来经营风险，提高农业投资的长期收益，从而推动农业投资。国内外众多研究表明，稳定
的土地权利将会促进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资 ( Besley，1995; 姚洋，1998; 何凌云和黄季焜，2001;
Jacoby et al．，2002;郜亮亮等，2011;黄季焜和冀县卿，2012; Lovo，2016; Goldstein et al．，2018) 。产权
稳定性的提升提高了土地使用的排他性并降低相应的保护成本( Galiani ＆ Schargrodsky，2011) ;而
不稳定的土地产权就如同对农户征收了一种随机税，同时还可能导致频繁的土地纠纷，影响农户的

经营效率，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大大挫伤了投资的积极性( 姚洋，1998 ) 。农业投资可以分为两种类
型:一种是附着于土地的不可移动的投资;另一种是可移动的投资，比如农机资本投资。国内关于
地权稳定性对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土地的不可移动投资，特别是土地的保护性投资( 如

有机肥等) 。何凌云和黄季焜( 2001) 基于广东省地块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相比于责任田和转包
地，农民更愿意在自留地和口粮田上施用更多有机肥。Jacoby et al． ( 2002) 对东北地区农户数据的
分析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黄季焜和冀县卿( 2012) 基于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CCAP) 的
全国调查性数据，发现农地使用权确权促进了农户的有机肥投资。林文声等( 2017) 基于 CLDS 数
据用 PSM方法分析了确权对于经营投入、劳动力投入的影响。阮荣平等( 2016) 发现办理水域滩涂
养殖证可以有效促进渔户的长期生产投资。朱文清等( 2019) 认为新一轮集体林地确权有效地促
进了样本农户的造林资本投入。但也有部分研究发现地权稳定性的提升并不能对农户的农业投资
产生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初始的地权稳定性已经足够高，进一步提升后并不能对农户的投
资产生明显的激励( Jacoby et al．，2007) 。还可能是因为土地市场和信贷市场不完善，农户受到流动
性约束，导致确权改善后的投资需求无法实现( Besley et al．，2012) 。
农地产权制度影响农业投资存在三个可能的作用机制:地权稳定的直接激励效应、土地流转效

应和土地抵押信贷效应( Besley，1995) 。若农户预期自己当期投资可以在未来的土地交易中体现
其价值，则将产生所谓的交易收益效应，激励其增加农业投资( Besley，1995 ) 。农地确权降低了交
易费用( Galiani ＆ Schargrodsky，2010) ，增强了地权安全性和稳定性( Macours et al．，2010 ) ，从而提
高了农地流转发生率。但仍有不少国家的土地确权并没有促进土地的交易或使用权的流转，土地
的细碎化现象依然严重( Place et al．，1998) 。程令国等( 2016) 、许庆等( 2017) 发现新一轮土地确权
对于中国农户转出土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胡新艳和罗必良( 2016 ) 、林文声等( 2017 ) 的研究表
明土地确权无论是对农户转出土地还是转入土地均没有显著影响。另一部分学者则聚焦于土地流
转对农户的农业投资的影响，如郜亮亮等( 2011) 发现，农户在转入地上的有机肥施用概率和用量
要比在自家地上的少，这表明土地流转加速也可能对投资产生不利影响。一些学者认为，土地流转
带来土地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农业的资本投资( Feder et al．，1985;林万龙和孙翠清，2007) 。
稳定的产权可以实现土地本身的抵押价值，从而缓解农户面临的信贷约束。长期的信贷约束将

限制农户的农业投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户，信贷约束的存在使他们不得不实施次于最优的农业
投资组合，这进一步影响到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出( Guirkinger ＆ Boucher，2010) 。Olinto( 2003) 发现，对
于正在遭受信贷约束的农户，投资需求的增加( 例如土地确权引致的农业投资需求) 会提高信贷资金

的影子价格，而这又将抑制农户的资本积累，从而形成恶性的循环。国内学者的研究也表明，信贷约
束的缓解与农户投资有着正向关系( 张兵和许国玉，2006) 。若信贷约束增强，农户租入土地和购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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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投资均会受到抑制( 柳凌韵和周宏，2017) 。但从发展中国家实际数据来看，确权并不一定可以缓
解农户的信贷约束。Kemper et al． ( 2011) 发现，越南农村的土地颁证计划使得农户的正规信贷可得性
提高、正规贷款利率下降。但 Boucher et al． ( 2010) 、Field et al． ( 2006) 分别对拉丁美洲、非洲地区农
地确权的信贷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农地确权提高了富裕农户和大土地所有者的信贷可得性，但

小土地所有者的贷款数量不增反降。黄惠春( 2014) 、姜美善和米运生( 2020) 基于国内的数据研究发
现，目前农地抵押贷款主要被大户获得，小农户的信贷约束问题并没有解决。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到针对中国确权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大多关注了有机肥等不

可移动的投资，而较少关注农户的资本投资。确权到底会对投资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已有的实证研
究并没有完全的共识。尽管有少数研究讨论了确权影响投资的机制问题，但针对影响机制缺少全
面的理论和实证验证。很多实证研究采用了面板估计或者 OLS 估计，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 数据，应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 PSM-DID) 实证分析了土地确
权对农户资本投资的影响效果，并进一步验证了其影响机制。与已有相关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
献体现在: ( 1) 建立了一个异质性农户的理论模型，分析确权对于农户资本投资的影响以及背后的
机制。此框架不仅考虑了产权稳定性的投资收益，也考虑了确权后通过土地流转、放松信贷约束而
间接对资本投资的影响。在理论模型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研究假说，并在实证研究中进行了验证。
( 2) 内生问题的解决。为了解决确权和农户投资的内生性问题，采用了 PSM-DID 方法和工具变量
法。利用新一轮确权推进在各地区之间政策推进时间的差异，采用了 DID 进行政策分析，并使用
PSM来控制确权地区存在的选择性偏差问题。将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库和 CLDS 数据库进行匹
配，检验 DID的事前趋势。还通过控制地区层面特征变量和时间趋势交互的方法，使得试点选择
近乎随机分配。( 3) 对确权影响农户农机投资的三种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并且对间接机制失效
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实证研究表明土地确权促进了中国农户资本投资，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明了
实证结果的可靠性。确权对于中等土地规模、中等生产率水平、东部地区的农户投资有更明显的促
进作用。本文发现当前土地确权主要通过提升土地承包经营权稳定性这一直接机制促进农户投资
的增加，而并非通过促进土地流转或缓解农户所面临的信贷约束发挥作用。
本文随后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通过理论模型刻画土地确权影响农户资本投资的三种机制;第

三部分介绍确权背景以及数据的统计描述;第四部分阐述本文的实证策略;第五部分为实证分析结

果;第六部分是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最后一部分则是主要结论和简要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本文构建了一个异质性的农户模型，不同农户具有不同的生产率水平，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户普

遍面临着信贷约束。农户确权前有失去土地的风险，土地无法作为贷款抵押品帮助农户缓解信贷
约束。同时由于较高的交易成本，限制了土地流转的发生。确权后农户对于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利
有了保障，土地可以成为信贷抵押品，同时也降低了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
( 一) 技术描述

参考 Adamopoulos ＆ Ｒestuccia( 2014) ，本文假设农户的生产函数为以下形式:
yi ( S) = ( AiS)

1－γ ( KaL1－a ) γ ( 1)
其中，yi ( S) 为农户生产农作物的产出函数。Ai 表示社会平均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i 表示不同作
物，随着土地规模扩大农户从粮食作物生产到经济作物生产，带来 Ai 的提高。s为农户特有的生产
率，不同农户有着不同的 s水平。K为农户的资本存量，主要是农机资本。L 为农户经营的土地规
模，L = L + LＲ，L为农户的自有承包土地;而 LＲ 为农户流转的土地，LＲ 可正可负，反映土地的流入或

流出。γ∈( 0，1) 是一个控制参数，表示管理幅度，a∈( 0，1) 则是资本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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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最优要素需求

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作物的生产价格标准化为 1，市场的利率水平为 i，土地的租金水平为
ＲL。为了简化分析，假设资本寿命为两期，期末资本品残值为零，①同时资本的投资决策在第一期
期初做出。假设两期生产函数不发生变化，则进行资本投资时，农户的最大化目标为:

yi ( S) +
h( I)
1 + iyi ( S) － K － ( i + ED ) B + i( W + B － K) － ( ＲL + EＲ ) L ( 2)

其中，yi ( S) 为第一期产出;
h( I)
1 + i yi ( S) 为第二期产出的当期折现值，其中 h( I) 表示农户在下一期仍

然保有土地的概率，反映了地权的稳定性。B为农户的贷款额度，贷款的利率等于一般的市场利率
i加上农户的债务交易成本 ED。W为农户自有的储蓄值，W + B － K 为农户剩余的资金。农户间土
地流转的成本为土地租金 ＲL 和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 EＲ 之和。ED 表示农户的债务交易成本，农户

的借贷利率为社会平均收益率 i和农户的交易成本 ED 之和。假设由于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只接
受农户进行抵押贷款。农户购置资本和租赁土地的总支出 K + ( Ｒ + EＲ ) LＲ 受到预算约束，不能超

过农户自有资金和贷款资金之和 W + B。而农户能从金融机构得到的资金低于其可用抵押品的价
值 t·珔L，t表示金融机构针对一定的抵押品所愿意提供的贷款比例。信贷约束如下:

K + ( Ｒ + EＲ ) LＲ ≤ W + B B≤ t·珔L ( 3)
根据一阶条件，农户最优单位土地资本密度为:

K*

L* =
a( Ｒ + EＲ )
( 1 － a) ( 1 + i) ( 4)

当不面临预算约束时候，农户的最优资本和土地要素需求为:

K*
i ( s) =

a
Ｒ + E( )

Ｒ

1－r( 1－a)
1－r 1 － a

1( )+ i

r( 1－a)
1－r
( rpi )

1
1－rAiS 1 + h( I)

1[ ]+ i
( 5)

L*
i ( s) =

a
Ｒ + E( )

Ｒ

ra
1－r 1 － a

1( )+ i

1－ra
1－r
( rpi )

1
1－rAiS 1 + h( I)

1[ ]+ i
( 6)

从( 6) 式可以看到，随着 h( I) 上升，所有农户都会需要更多的土地。但是土地作为天然禀赋，

会受到总量限制，L代表总的土地禀赋: ∫sLi ( s) = L 。可知生产率 s 越高的农户会需要更多的资本

K和土地 L，土地将在不同生产率农户之间进行流转，低生产率农户流出土地，高生产率农户流入
土地。当生产率足够高，土地规模足够大时，农户会进行现代化生产，即 Ai 将上升。面临预算约束
时，农户无法达到最优的投入要素水平，但会保持最优的资本土地比。如果土地流转面临较多限
制，加上预算约束，可能导致农户无法保持最优资本土地比。
( 三) 确权对于投资的影响机制分析

1．直接机制:确权降低失地风险

确权后农户失去土地的风险降低为零，因此 h( I) 将提升，由( 5) 式可知 K* 将上升:
K*

h( I)
＞ 0。

由于地权稳定性的提升，农户的资本投资将随之增加。这是确权后带来的直接投资激励。
假说 1:确权通过提高产权稳定性，直接激励农户进行资本投资。
2．间接机制:促进土地流转
确权通过降低 EＲ 来促进土地流转。EＲ 受到地权稳定性和土地规模的影响，地权稳定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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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关注的是农机投资，是可以移动的资本，并不附着于土地。尽管如此，当土地产权不稳定，无法继续生产，需要转让
农机投资，也将有很大的折价损失。为了简化分析，模型中没有考虑这部分残值。



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土地规模越大单位交易成本也越低:
EＲ

h( I)
＜ 0，

EＲ

L
＜ 0。从( 6) 式看到，高生产

率 s的农户会流转入土地，低生产率 s的农户将选择流转出土地。
L*

h( I)
＞ 0 L*

s
＞ 0

随着规模的提升，高生产率农户 s 的生产率 Ai 将进一步提升，从而使得农户所需的最优资本

水平 K* 上升，这部分农户此时将选择增加投资:
K*

Ai
＞ 0。随着土地规模增加，规模生产农户将采

用更先进的生产方式，促进资本深化，a 提高带来资本密度的进一步提高: K
*

a
＞ 0。但从( 4 ) 式也

可以看到，随着确权带来 EＲ 的下降，也可能导致资本密度的下降。高生产率农户相比资本会使用
更多土地。
确权后高生产率农户流入土地，会促进其农机投资增加。低生产率农户随着农地流出会减少

农机投资。针对总量而言，规模农户会由于采用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增加资本使用密度，带来总量
资本投资增加。土地流转并不是通过交易收益价值来促进资本投资。土地流转让农户规模扩大，
有利于农业资本深化，促进了农户的资本投资。
假说 2:确权通过降低流转交易成本来促进土地流转，土地流转带来农户规模扩大促进资本投

资。交易成本不能有效下降，或者土地流转没有有效提高农户规模，该机制就可能失效。
3．间接机制:缓解信贷约束

确权后土地可以作为贷款抵押品，农户可以从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增加，即:
B

h( I)
＞ 0。确权

还通过提供抵押品降低了金融机构的风险，从而降低信贷交易成本即:
ED

h( I)
＜ 0。面临着信贷约束

的农户，其投资的预算约束为: K* + ( Ｒ + EＲ ) L
*
Ｒ ＞W，K + ( Ｒ + EＲ ) LＲ≤W + B。随着贷款额度 B 增

加，受到信贷约束的农户可以做更多投资:
K*

B
＞ 0，此时:

K*

h( I)
= K*

B
· B
h( I)

+ K*

B
· B
ED
·

ED

h( I)
＞ 0 ( 7)

由于
K*

B
＞ 0， B

h( I)
＞ 0，B

ED
＜ 0，

ED

h( I)
＜ 0，因此( 7) 式大于零，即土地确权后，由于信贷约束的

缓解，农户将增加投资。
当农户无法履行贷款偿付时，土地经营权将被金融机构没收。假设农户无法履约的概率为 q。

金融机构将土地经营权出售得到的补偿为 p( h( I) ，Lt ) (
p

h( I)
＞ 0，p

Lt
＞ 0) ，但同时将产生一定的费

用 ( h( I) ，Lt ) (


h( I)
＜0，

Lt
＜0) ，则贷款机构的期望收益可以表示为: Π( i + ED，h( l) ，Lt ) = q( i +

EDt ) B + ( 1 － q) ( p － ) 。上式对土地面积 Lt 求偏导得:

Π
Lt

= q( i + EDt )
B
Lt

+ ( 1 － q) p
Lt

－ 
L( )

t
＞ 0 Π


＜ 0 ( 8)

在利率和抵押土地承包经营权稳定性给定的情况下，金融机构能否从土地经营权的出售中获

得足额补偿取决于抵押的农地经营权的变现价值。中国农户的小规模经营导致单位农户的土地经
营权价值偏低，同时细碎化的土地、不发达的农地流转市场、缺少农地价值评估的标准还会导致较
高的变现费用。尽管确权明确了农地的权利归属，但目前还不是法律意义的信贷抵押品。出现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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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情况，是否能将抵押的农地经营权顺利变现也存在法律风险。金融机构在这种预期下会做出两

种选择，一是继续对农户实施信贷配给，二是要求农户除将土地经营权做抵押品外，还需要提供其

他资产进行抵押或者担保，这对于抵押资产本身较少或者没有担保的小农户是不利的。
假说 3:确权后的农地成为有效抵押品，确权是缓解农户信贷约束从而促进资本投资的渠道。

如果由于法律或配套政策原因，抵押的农地变现成本过大;或由于农地规模过小带来信贷交易成本

过高，会导致金融机构无法完全认可农地抵押价值，信贷供给不足，该机制就可能失效。

三、政策背景及数据描述统计

( 一) 政策背景

鉴于中国辽阔的国土面积以及土地确权工作的复杂性，新一轮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是逐步

推广的。其首次明确被提出始于 2008 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随后从 2009 年开始农业部先后选取 8 个村和 105 个县分别推进土地确权试点工

作; 2014 年又选取山东、安徽、四川三省整省开展土地确权工作; 2015 年则进一步将整省试点拓展至

吉林、江苏、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甘肃、宁夏、贵州 9 省，其他省份可以根据本省情况以县为单位开

展确权工作;截至2016 年底，已开展确权工作的县( 市、区) 达到2545 个，其中已确权耕地面积占农户

总承包耕地面积的近 60%。① 根据农业部 2011 年发布的《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

工作的意见》，确权试点应当是具有较高的代表性或土地承包管理机构较为健全的地区。而从各

地的实践来看，一些地区会选择人地矛盾突出的地域作为首选，而另一部分地区则选择农业发展较

好的地域作为试点从而有利于确权工作的顺利推进( 程令国等，2016) 。
( 二) 数据来源及样本筛选

本文所使用的主体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 CLDS) 数据库。该项目基线调查采用分层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在排除西藏自治区、海南和港澳

台五地后将剩余的 2282 个区县作为总体调查样本并进一步抽样，之后的追踪样本则在基线调查的

基础上选取。根据研究需要，本文使用 2014 年和 2016 年两轮调查所得样本并进行变量处理和样

本筛选，最终得到由 4506 户农户共 9012 份样本组成的两期平衡面板数据。样本农户分布于 27 省

93 市，因此本文使用的农户样本具有较好的全国代表性。变量处理以及样本筛选流程如下: ( 1) 依
据数据库中已有变量构造了所需变量并对含有缺失值的变量进行合理补充，例如农户家庭成员人

数变量依据该农户各成员编码计数得到;若农户年消费变量缺失，则用其所报告的分项消费额加总

补齐; ( 2) 删除城镇地区的样本，仅保留农村地区样本; ( 3 ) 删除 2016 年调查中未成功追踪或被轮

换掉的样本; ( 4) 删除连续两轮调查报告未承包任何土地且未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户; ( 5 ) 删除倾向

得分未成功匹配的样本。同时本文还纳入市级地区的经济数据，市级层面的数据全部来源于各市

统计年鉴以及市政府网站发布的统计公报。
为了进行事前趋势检验，本文选择将 2003—2013 年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同 CLDS 数据

在市级层面进行匹配，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库涵盖31个省份。具体的数据匹配过程如下 :

( 1) 确定农户所在市级地区名称并与 CLDS 数据库中的市级地区进行匹配，②剔除未成功实现地区

匹配的农户。( 2) 结合农业固定观察点 2015 年的确权搭载调查，③进一步确定市级匹配后农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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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韩长赋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就《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答记者问，http: / /www． moa． gov．
cn /xw / tpxw /201611 / t20161104_5350207． htm。

固定观察点数据集中并无农户确权变量，本文基于市级地区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来确定该地区土地确权工作开展的时间。
2015 年搭载调查，是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对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进行搭载问卷调查，包括农户确权信息。



确权时间。① ( 3) 筛选并构造与 CLDS 数据相同的农户家庭层面控制变量。最终获得由 879 户农
户共 7365 份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其中成功匹配的市级地区有 73 个，占比接近 80%。
( 三) 数据统计描述

农户承包土地是否确权依据数据中的二分变量，即“是否领取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我
们首先分析了样本农户的土地确权情况: ( 1 ) 2014 年的调查中，领取到证书的样本农户占比为
45. 9%，2016 年这一比例上升至 64. 9% ; ( 2) 分地区来看，2014 年东、中、西部领取到证书的农户占
比分别为 43. 2%、43. 3%和 52. 3%，而 2016 年这一比例分别为 64. 8%、58%和 71. 7%。从全国范
围来看，2014 年实际已经开展土地确权工作的地区远多于农业部选定的试点地区。本文选取农户
过去一年在农业生产中所投入的农用拖拉机价值作为农户资本投资的代表变量，选取该变量主要

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 1) 农用拖拉机的型号众多、用途广泛，也是其他小型农用机械最主要的
动力来源，因此是中国农户最主要的农用机械; ( 2) 农用拖拉机一般保有的年限较长，因此可以归
属为农户的长期资本投资。样本农户的农机投资情况如下: ( 1 ) 2014 年样本农户中拥有农用拖拉
机的比例为 13. 1%，2016 年这一比例为 13. 9% ; ( 2) 分地区来看，2014 年东中西部样本农户拥有农
用拖拉机的比例分别为 14. 5%、12. 5%、11. 8%，而 2016 年这一比例均有所上升，其中中部地区的
增幅最大达到 1. 65%。
本文分别从农户、市以及村庄层面选取相关特征变量加以控制，变量的选取主要依据理论模型

中涉及到的农户特征和其他相关文献( 林文生等，2017;焦娜，2018) : ( 1) 农户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
农户的家庭规模、耕地面积、居住的房屋是否自有、自有房屋当前的价值、②年消费水平、非农劳动
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以及农户当前的借款额;还包括农户户主的个人特征:户主年龄、受教育年限
以及是否拥有配偶。( 2) 村庄层面的变量则包括农户所在村庄的农业用地面积、季节性外出务工
劳动力人数、常住劳动力中从事农林牧渔业的比重、“粮食的直补”标准、出租土地的面积、村内是
否有农村信用社、村庄的年财政收入以及是否有统一灌溉排水服务; ( 3 ) 市级层面的变量则包括
“该市第一产业 GDP占该市 GDP 总量的比重”。表 1 对样本中农户相关特征变量进行了统计描
述，从表中可知，相对于未确权农户，确权农户农用拖拉机投入的均值③显著高于未确权农户。确
权农户承包的土地面积均值显著大于未确权农户，而非农劳动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的均值则显

著小于未确权农户。在地区层面，确权农户所在村庄农业用地面积的均值以及所在市第一产业
GDP增加值的均值显著高于未确权农户所在地区的相应值。这意味着确权进程可能存在选择性
偏差，直接的 OLS估计会出现内生性问题。
表 1 分组样本变量统计描述

变量 变量含义
非确权农户 确权农户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investment 农机投资(元) * 4988. 885 9917. 655 6571. 390 12803. 588

tenure 土地确权 0. 000 0. 000 0. 854 0. 353

age 户主年龄 52. 990 16. 249 52. 993 14.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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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首先将农户固定观察点样本和 CLDS样本在市级匹配。匹配后的农户样本，按照搭载农户的村庄确权信息，进一步明确
确权的时间。搭载问卷中涉及的村庄样本，按照搭载问卷确定确权时间。没有涉及的村庄样本按照 CLDS的市级确权信息确定确
权时间。

若农户目前居住及所拥有的其他房屋为继承、自建或购买，即以当地受访时段内房屋售卖价值进行计算。
由于大量农户的农机投资为 0，本文的农机投资均值是将均值为零的农户剔除。样本农户农机投资价值的平均值为 6000元

左右，是由于大部分样本农户所购买的是小型号拖拉机，其中包括价值不高的手扶式拖拉机，这些农机投资通常在万元以下。



续表 1

变量 变量含义
非确权农户 确权农户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edu 户主受教育年限 6. 532 3. 074 6. 708 3. 020

marriage 户主是否拥有配偶 0. 788 0. 409 0. 793 0. 405

fam_num 家庭人口数 3. 089 1. 603 3. 000 1. 521

ln_land 耕地面积(亩) * 4. 112 7. 757 6. 573 8. 805

fam_house_own 居住房屋是否自有 0. 439 0. 496 0. 503 0. 500

ln_fam_house_val 自有房屋价值(元) * 84562. 718 276400. 966 76055. 944 232315. 789

ln_fam_con 年消费额(元) * 34432. 243 64368. 844 33416. 740 94402. 562

non_agri_inc_rate 非农劳动收入占比( % ) 0. 451 0. 439 0. 397 0. 427

ln_fam_bor_quan 家庭借款额(元) * 14903. 364 57859. 263 15966. 903 55694. 371

ln_vil_agri_land 农业用地面积(亩) * 4937. 090 6287. 219 7198. 859 13969. 538

vil_labor_out
季节性外出务工

劳动力人数
313. 014 377. 981 310. 285 348. 568

vil_labor_agri
常住劳动力中从事

农林牧渔业的比重( % )
65. 855 33. 444 68. 596 31. 765

dir_sub 粮食直补(元 /亩) 98. 206 112. 443 89. 813 69. 340

ln_land_out_area 村庄出租土地面积(亩) * 42. 742 416. 028 77. 701 735. 388

vil_bank 村内是否有农村信用社 0. 150 0. 357 0. 188 0. 391

ln_vil_fis_in 村庄年财政收入(万元) * 57. 728 265. 404 46. 143 181. 834

drin_serv 是否有统一灌溉排水服务 0. 391 0. 488 0. 412 0. 492

agri_ratio 第一产业 GDP占 GDP总量比重(% ) * 13. 839 8. 975 12. 337 8. 818

观测值 3136 5876

注:带“* ”的变量表示在计量模型中采用对数形式。

四、实证策略

利用土地确权的渐进性特点，可以比较不同时期确权农户和非确权农户投资差异，进行因

果分析。但是那些较早开始确权的地区有可能是被“精心挑选”的，地区层面的特征因素会影
响确权进程，存在选择性偏误。解决内生性问题，是本文实证结果可靠性的关键。不同于 OLS
方法，双重差分模型 ( DID) 并不要求确权和非确权农户随机分配，但须满足平行趋势。为了解
决选择性偏误、让处理组和对照组尽可能满足平行趋势，本文控制了必要的协变量，还通过倾
向得分匹配( PSM) 对农户进行了匹配。本文将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和 CLDS 数据在市级层面
进行匹配，进行事前平行趋势检验。通过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虚拟变量交
叉项的方式，解决地区未观察特征变量的影响。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在双重差分模型
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作为参照。最后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保证了估计结
果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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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倾向得分匹配

倾向得分匹配法为已经进行土地确权的农户匹配与之特征相似但尚未确权的农户，①从而

构造一个合理的反事实框架，有效降低选择性偏误对参数估计准确性的影响。本文采用 Imbens
( 2014 ) 所建议的迭代比较法选择匹配的协变量: 首先确定一部分基本协变量纳入倾向得分的
估计方程，具体到本文则是依据理论模型中涉及的农户层面的特征变量和部分村庄层面的特征

变量; 其次，将其他待选协变量分别加入倾向得分估计方程并与基本的估计方程进行似然比检

验得到似然比统计量，随后选取最大的似然比统计量并与设定的门槛值进行比较，②若大于该门

槛值则将对应的协变量加入估计方程并重复以上过程。估计倾向得分的二元 logit 模型形式如
下:

ln pi

1 － p( )
i

= β0 + β1Basic + β2Other + ui ( 9)

其中，pi = p( Xi ) = Pr ( Ti = 1 | Xi ) 表示样本农户的倾向得分，Basic 包含被纳入的基本协变量，而
Other表示通过迭代比较筛选纳入的其他协变量。在匹配方法上，本文采用半径为 0. 05 的卡尺匹
配。③ 只有相互匹配成功的样本适合于随后的因果推断，未成功匹配的样本将被剔除。
( 二) 双重差分模型

1．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为了进一步控制可能存在的不可观测变量，我们应用固定效应模型。在面板数据基础上，通过

加入固定效应，控制不随时变的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其形式为:
Investmentit = β0 + β1Tenureit + β2Householdit + β3Ｒegionit + λt + μi + εit 模型Ⅰ

其中，i和 t 分别代表个体农户和年份; Investmentit表示农户 t 年农机投资的价值; Householdit和

Ｒegionit分别表示农户、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 λ t 和 μi 分别代表时间固定效应和农户的个体固定效

应; εit是扰动项。本文感兴趣的变量 Tenureit代表农户是否领取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证书，具体来
说，Tenureit = Treati·Postt，其中若农户已领取证书则 Treati = 1，反之则 Treati = 0; 若时间是在农户
领取土地确权证书之后则 Postt = 1，而该变量的系数 β1 即为双重差分估计量，表示土地确权颁证对

于农户农机投资的具体影响程度。
2．事前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使用固定观察点 2004—2013 年的数据进行事前趋势检验。④ 借鉴 Moser ＆ Voena( 2012)

的做法，方程设为如下形式:

Investmentit = β0 + βtTenureAreai·Yeart + β1Householdit + λ t + μi + εit

其中，TenureAreai 表示确权地区或非确权地区农户，⑤Yeart 为年份变量。我们分别估计了 2013年前
确权地区和非确权地区的 βt。如图 1所示，确权地区与未确权地区农户逐年估计系数均非常接近，两
组系数的置信区间也基本重合，表明确权地区与未确权地区农户的农机投资并无系统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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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由于土地确权政策是渐进推广的，本文针对样本逐年进行倾向得分匹配。
Imbens( 2014) 所设定的门槛值为 1，但他认为该门槛值并不一定优于其他值，本文设定的门槛值为 2. 71，对应于 z 值为

1. 645。
本文同样尝试了其他匹配方法，如近邻匹配和核匹配，匹配效果与卡尺匹配类似。
固定观察点数据中农户特征数据包括农户家庭人口数、年末经营耕地面积、年末拥有房屋价值、家庭全年总支出、年内累

计借入金额、非农劳动收入占比，均与 CLDS数据中农户特征变量相对应。因变量农机投资本文选取农村固定观察点中农户农业
机械价值。

如果该地区在 2014—2016 年进行确权工作则被视为确权地区，2016 年该地区没有确权则视为非确权地区，删掉了更早
作为确权试点的地区。同时对事前趋势检验方程两次回归，第一次回归时 TenureAreai = 1 表示“确权地区”，TenureAreai = 0 表示
“非确权地区”;第二次回归时则相反，TenureAreai = 1 表示“非确权地区”，TenureAreai = 0 表示“确权地区”。



图 1 确权地区与未确权地区农机投资事前趋势验证

3．控制非平行趋势
本文借鉴 Li et al． ( 2016) 的做法，在模型Ⅰ的基础上加入村庄以及市级特征变量 Ｒegionit与时

间趋势项的交互项，从而排除由这些特征变量的时间趋势导致的差异。同时为了进一步控制确权
农户和未确权农户可能存在的非平行趋势，本文加入了是否进行土地确权与时间趋势 t的交互项:

Investmentit = β0 + β1Tenureit + β2Householdit + β3Ｒegionit + β4Treati·t
+ β5Ｒegionit·t + λ t + μi + εit 模型Ⅱ

本文还借鉴 Moser ＆ Voena( 2012) ，不对具体的地区特征变量加以限制，而是在模型Ⅰ的基础
上加入地区固定效应 districtt 与时间趋势项 t的交互项:

Investmentit = β0 + β1Tenureit + β2Householdit + β3Ｒegionit + β4Treati·t
+ β5Districtit·t + λ t + μi + εit 模型Ⅲ

4．工具变量( IV) 法
本文构造了两类指标作为工具变量。一类是外生的确权政策冲击: “所在市是否为确权试点

城市”。农户所在的城市成为确权试点，让农户有更大可能拿到土地确权证书。但城市被选作确
权试点，并不会直接促进某个农户的投资行为。另一类变量反映农户周围地区的土地确权进展情
况:“地级市其余县域农户的确权比例”，“同省内临近市域①样本农户确权比例”。农户所在省市
的土地确权推进得越快，农户拿到确权证书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省市内其他农户的确权情况
( 特别是本县以外的农户) ②并不会直接改变农户的投资行为。本文借鉴 Wong et al． ( 2017) 的做
法，将第一类工具变量和第二类工具变量的交叉项“所在市是否确权试点* 地级市其余县域农户
的确权比例”和“同省临近市域样本农户确权比例”作为两个工具变量进行 2SLS 回归。在模型Ⅰ
的基础上应用 2SLS的方程可表示为:
阶段一: Tenureit = α0 + α1 Ｒatioit + α2 Ｒatio_Ait + ωit

阶段二: Investmentit = β0 + β1Tenure
^

it + β2Householdit + β3Ｒegionit + λ t + μi + εit 模型Ⅳ
其中，Ｒatioit表示“同省临近市域样本农户确权比例”，Ｒatio_Ait表示“所在市是否确权试点* 地

级市其余县域农户的确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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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具体来说，判断标准为距指定县域( 区) 所在市实地距离最小的市域( 区) ，实地距离是在谷歌地图上测量得到。
本文没有选择“县域( 区) 内其他 ni －1个样本农户的确权比例”作为工具变量。同一县域其他农户的确权比例可能会影响

农户的预期，本县的一些特征和县域的确权比例相关;而农户预期和本县特征会影响农户投资。这会导致该工具变量外生性不足。



五、实证结果

( 一) PSM-DID模型结果
表 2 展示了 PSM-DID模型的结果。① 列( 1) 、( 2) 是基于模型Ⅰ的估计结果，列( 1) 未加入任何

控制变量，列( 2) 则加入农户、村庄以及市级层面的特征变量。② 结果显示土地确权后农户农机投
资将增加 20. 7%左右。列( 3) 加入了是否进行土地确权与时间趋势项的交互项，列( 4 ) 进一步控
制了地区特征变量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模型Ⅱ的估计结果显示土地确权后农户农机投资增加了
23. 2%。列( 5) 控制了省份虚拟变量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列( 6) 进一步将省份虚拟变量替换为县
域虚拟变量，虽然估计的系数值有所降低但依旧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模型Ⅰ、Ⅱ、Ⅲ的结果
都表明土地确权会促进农户农机投资的增加，结果稳健。
表 2 PSM-DID的估计结果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investment investment investment investment investment investment

tenure
0. 229＊＊

( 0. 0944)
0. 207＊＊

( 0. 0956)
0. 288＊＊

( 0. 115)
0. 232＊＊

( 0. 112)
0. 259＊＊

( 0. 116)
0. 192*

( 0. 103)

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Treati·t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egionit·t 控制

省份 Districtit·t 控制

县域 Districtit·t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9012 9012 9012 9012 9012 9012

调整后 Ｒ2 0. 009 0. 024 0. 025 0. 036 0. 038 0. 075

注: *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报告了村庄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以下各表同。

( 二) 工具变量法和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

基于工具变量的 2SLS估计结果如表 3 的列( 1 ) 、( 2 ) 所示，土地确权后农户农机投资增加，估
计系数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两个工具变量通过了不可识别检验、③过度识别检验，④以及弱
工具变量检验，⑤工具变量估计是有效的。Hausman检验认为基准 DID估计和 2SLS 结果没有显著
差异，⑥说明基准 DID的内生问题并不严重，进一步证实了模型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在模型Ⅰ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一是，较早推进整省土地确权的省份相对

于其他地区更有代表性，这些地区样本农户的投资行为可能与其他省份有所差别。列( 3 ) 结果显
示在去除 2014 年最早进行整省土地确权的山东、安徽、四川三省后，土地确权变量的估计系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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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受篇幅限制，PSM逐年匹配的结果并未列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PSM的结果显示匹配后协变量平衡性有大幅度改
善，有效地削弱了样本选择偏差的影响。

我们分别估计了控制农户特征变量、农户和村庄特征变量，以及农户、村庄和市级特征变量的 DID结果，篇幅原因仅列出
控制全部特征变量的结果。控制不同特征变量估计的确权投资影响系数差别不大，表明本文的遗漏变量问题并不严重。

Kleibergen-Paaprk LM统计量为 98. 021，p值小于 0. 01，强烈拒绝了工具变量不可识别的原假设。
Hansen J统计量为 1. 550，未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为外生的原假设。
Kleibergen-Paaprk Wald F统计量和 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p值均小于 0. 01。
Hausman检验的 p值为 0. 937。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二是，农户农机投资的增加可能是同时期其他相关农业政策所导致的。本
文检验了同时期的两个政策，分别为农户是否领取到《房屋所有权证》和农户所在村庄“粮食直补”
的标准，①由列( 4) 、( 5) 结果可知，两个变量系数的估计值均未发现统计上的显著性。三是，由于
本文使用的是平衡面板数据，因此未追踪成功的农户样本以及连续两年未承包土地且未进行农业

生产的农户被剔除出数据集，这有可能造成样本选择偏差，因此本文保留了被剔除样本进行分

析，由列( 6) 可知，即使将剔除样本保留，土地确权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依旧在 10%的统计水平上
显著且与模型Ⅰ的估计值较为接近。四是，本文将农机投资转换为二分变量，即若农户进行了农
机投资则设置为 1，否则为 0，而 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确权农户进行农机投资的概率将显著
提升。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策略
( 1) ( 2) ( 3) ( 4) ( 5) ( 6) ( 7)

IV第一阶段 IV第二阶段 去掉整省 同时期其他政策 保留剔除样本 probit模型

变量 tenure investment

tenure
0. 249＊＊

( 0. 107)
0. 258＊＊

( 0. 118)
0. 181*

( 0. 0927)
0. 407＊＊

( 0. 165)

房屋所有权证
0. 139
( 0. 0859)

粮食直补
0. 0129
( 0. 0205)

Ｒatioit
0. 113＊＊

( 0. 0474)

Ｒatioit_Ait
0. 167＊＊

( 0. 0703)

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8938 8938 7316 9012 9012 13937 9012

调整后 Ｒ2 0. 024 0. 024 0. 023 0. 023 0. 019

本文进行了安慰剂检验:仅保留从未进行土地确权的样本农户，根据原数据中样本农户的确

权比例随机生成确权变量。图 2 展示了在模型Ⅰ的基础上重复模拟 1000 次后该变量系数估计
值的核密度曲线。由图可知，系数估计值的核密度图与均值为 0 的正态分布几乎重合，同时这
1000 个估计系数的均值和方差分别为 － 0. 001 和 0. 103。这表明对于随机生成的确权农户，并不
能发现土地确权对其农机投资的促进作用在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从侧面印证了模型Ⅰ估计结
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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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考虑农机补贴政策变化，但无法获得农户层面的农机补贴数据。本文整理了各省份 2012—2016 年农机补贴资金额
度，比较了各省份的农机补贴额度的增长率，不同地区的农机补贴增长率在实证研究的确权年份没有明显差异，说明农机补贴政

策并不会和确权政策同步产生影响。



图 2 安慰剂检验
注:图中实线是模拟1000次后“伪确权”变量系数估计值的核密度曲线，虚线为均值为零的正态曲线。

( 三) 异质性分析

本文对不同土地规模、不同地区、不同土地生产率的农户进行了异质性分析。① 由表 4 可知，
土地确权对于中等规模、东部地区和中等生产率水平的农户投资有显著促进作用。我们发现经
营规模较大的农户的农机投入分别是中等规模农户和小规模农户的 5. 1 倍和 25. 3 倍。这可能
是由于经营规模较大农户的农机投资存量已经较高，继续增加农机投入反而不能获得边际上的

收益;而对于小规模的农户，狭小且分散的土地使得农机投资并不能使其生产效率得到较大的提

升。东部农户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农户，推测东部地区农户更高的受教
育水平使得农户更加愿意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农业机械。本文发现高生产率农户的农业生产成本
高于其他两组，但三组农户的土地规模、单位面积的农机投资类似，这意味着高生产率农户农机
外投入较多。较高的农业生产成本、还未充分进行的土地流转是抑制高土地生产率农户增加农
机投资的原因。
表 4 异质性分析估计

分组

承包耕地面积 地区 土地生产率

［0，30% )
［30%，
70% )

［70%，
100%］

东部 中部 西部
［0，
30% )

［30%，
70% )

［70%，
100%］

变量 investment investment investment

tenure
0. 135
( 0. 0951)

0. 310＊＊

( 0. 140)
0. 170
( 0. 235)

0. 342＊＊

( 0. 167)
0. 154
( 0. 159)

0. 0971
( 0. 158)

0. 535
( 0. 637)

0. 760＊＊＊

( 0. 228)
0. 120
( 0. 343)

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λt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μi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876 4280 2856 3736 2572 2704 1505 1997 1614

调整后 Ｒ2 0. 080 0. 031 0. 054 0. 041 0. 041 0. 041 0. 248 0. 076 0.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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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异质性分析所使用的模型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即模型Ⅰ。农户土地生产率用农户当年农业总收入除以耕地面积
得到。



六、机制分析

( 一) 间接机制的检验:促进土地流转和信贷约束

本文借鉴 Li et al． ( 2016) 以及 Maccini ＆ Yang( 2009) 的做法进行间接机制的检验。首先将模
型Ⅰ的因变量替换为农户流转入土地的面积，随后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Ⅰ。假设确权通过
增加土地流转促进农机投资，确权会显著增加“农户流转入土地面积”。如果确权没能显著增加
“农户流转入土地面积”，那么土地流转就肯定不是影响机制。之后再将“农户流转入土地面积”作
为控制变量加入到基准的 DID回归中，如果确权主要通过土地流转来影响农机投资，那么相比基
准的 DID回归，新回归中的土地确权变量会变得不再显著或者显著性明显下降。但值得注意的
是，以上方法可能会受到潜在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所得出的结论更多是具有参考价值( Maccini ＆
Yang，2009) 。表 5 中列( 2) 显示土地确权没有明显促进土地流入。① 列( 3 ) 显示将流转入土地面
积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方程，土地确权变量的估计系数并未出现明显变化且依旧在 5%的统计
水平上显著。结果说明土地确权未能通过土地流转促进农户投资增加。列( 4) 加入农户流转入土
地与土地确权的交乘项，交乘项不显著也说明土地确权并未通过土地流转促进投资。列( 5 ) 显示
土地确权对农户获得金融机构贷款有正相关关系，其估计系数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但将农
户的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额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Ⅰ后，列( 6) 中土地确权变量的估计系数相较于
列( 1) 未有太大改变且仍旧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土地确权通过缓解信贷约束促进农机
投资这一机制尚未发挥明显的作用。在加入农户是否获得金融机构贷款与土地确权变量的交乘项
后，列( 7) 的结果仍旧印证了这一结论。
表 5 土地确权对投资的间接机制分析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7)

investment 流转入土地 investment investment 是否获得贷款 investment investment

tenure
0. 207＊＊

( 0. 0956)
0. 0213
( 0. 0261)

0. 204＊＊

( 0. 0957)
0. 196＊＊

( 0. 0960)
0. 0156*

( 0. 00883)
0. 203＊＊

( 0. 0949)
0. 193＊＊

( 0. 0935)

流转入土

地面积

0. 132*

( 0. 0714)

土地确权 ×
流转入土地面积

0. 0606
( 0. 0927)

是否获得

金融机构贷款

0. 263
( 0. 277)

土地确权 ×
是否获得贷款

0. 354
( 0. 410)

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9012 9012 9012 9012 9012 9012 9012

调整后 Ｒ2 0. 024 0. 011 0. 025 0. 024 0. 074 0. 024 0.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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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也考察了村庄层面上，土地确权是否开展或村庄样本农户确权比例是否会对村庄出租土地的面积产生影响。结果
显示这两个指标均未对村庄出租土地的面积产生统计上的显著影响，



( 二) 直接机制检验和间接机制失效原因讨论

从( 4) 式可知对同一生产率农户，经营权稳定也会增加土地使用。如表 6 的列( 1) ，土地确权后
农户土地的抛荒面积降低了 5%左右，进一步说明土地确权带来了农户承包经营权稳定性的改善。本
文还利用村庄确权开展时间和农户拿到确权证的时间差异来进一步验证机制。一些确权地区的大部
分农户拿到了确权证书，少部分农户没有确权证书。这些地区的农户对土地确权有了预期，意味着稳
定产权的机制可以发挥作用。但由于没有确权证书，农户无法降低土地流转成本，也无法将土地作为
抵押品缓解信贷约束，难以通过间接机制来促进投资。列( 2) 表明在仅保留大部分农户已确权的地
区①农户样本后，土地确权变量的估计系数不再显著，进一步验证了目前确权是通过直接机制促进

投资。本文认为间接机制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户土地规模过小导致农地流转和信贷的交易
成本偏高。列( 3) 表明农户承包的耕地面积与农户流转入的土地面积存在正相关关系，列( 4) 表明
村庄户均土地面积与村庄流转的土地面积存在正相关关系，意味着土地规模和土地流转存在正向

关系。列( 5) 显示农户承包的土地面积与其所获得的贷款额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但系数值很小。
可能的原因是样本农户中能够获得金融机构贷款的农户占比过小，仅为 2. 8%。绝大部分农户无
法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亦从侧面表明了目前中国农户所面临的信贷约束依旧严峻。
表 6 土地确权对投资的机制分析

变量

( 1) ( 2) ( 3) ( 4) ( 5)

土地抛荒面积 investment
农户户均流转入

土地面积

村庄

租出土地

获得金融

机构贷款

tenure
－ 0. 0451＊＊

( 0. 0226)
0. 618
( 0. 503)

农户承包

耕地面积

0. 386＊＊＊

( 0. 0773)
0. 0128*

( 0. 00748)

村庄户均

农地面积

0. 562＊＊

( 0. 273)

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9012 1966 9012 9012 9012

调整后 Ｒ2 0. 019 0. 094 0. 250 0. 065 0. 076

七、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 CLDS平衡面板数据，应用 PSM-DID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新一轮土地承包经营权确
权颁证对农户农机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领取土地确权证书后，相较于未确权的农户，确
权农户的农机投资将提升 20%左右。基于 CLDS数据库和固定观察点数据匹配，验证了事前趋势
的一致性。工具变量法和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实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异质性分析表明土地
确权对中等土地规模农户、东部地区农户和中等土地生产率水平的投资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机
制分析显示当前中国新一轮土地确权主要通过提升土地承包经营权稳定性这一直接机制促进农户

投资的增加。确权不能明显促进土地流转从而有效提高农户规模，进而促进农户农机投资。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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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若在 2014 年或 2016 年某县内样本农户确权比例大于等于 60%，即认为该地区大部分农户已确权。



通过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农户依旧占比很小，确权还不能有效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农户规模过
小、土地细碎化以及一些配套制度的缺失，限制着间接机制发挥作用。
尽管中国已经出台了针对土地流转的相关法律法规，①但土地流转过程前、中、后期所面临的

各类问题尚未有健全的指导。这导致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类问题，如手续不健全、流转
合同不规范或法律效力不足等。同时土地经营权的价格评估没有统一标准、大部分农村没有农地
交易平台，这限制了土地流转的开展。农户土地规模小，土地细碎化进一步提高了农地的交易成
本。需要继续健全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搭建农地流转交易平台、加快农村土地价值评估市场建
设、通过一系列措施降低农地交易成本，促进农地进一步的流转和适度农户规模的形成。土地确权
后承包权同经营权相分离使得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成为可能。但现实情况是由于土地规模小、农
业生产的高风险以及难以对农户进行有效监督等原因，使得土地经营权抵押价值衡量难度高、贷款
收回难度高，同时农地抵押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健全。以上种种原因令基层信贷机构对农户发放
抵押贷款并不积极。目前能够获得农地抵押贷款的农户大部分是在此政策推行前曾经通过担保贷
款的形式获得过信贷机构贷款，拥有良好的信贷记录的农户( 黄惠春，2014 ) 。农地抵押贷款大多
采用了“土地经营权抵押 +行业协会( 合作社) 担保”、“土地经营权抵押 +担保公司担保”等模式
( 兰庆高等，2013) 。众多小型农户以及没有信贷记录的农户仍面临着较强的信贷约束。确权要充
分发挥放松农户信贷约束的作用，需要继续出台一系列的措施。放松法律限制，为土地经营权抵押
提供法律保障。培育农地市场，为担保物处置建造便利性通道。建立健全农地抵押贷款风险缓释
及补偿机制，如设立政府风险担保基金、发展政府支持的担保公司、利用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平台提
供担保、扩大农业保险险种。在确权背景下，降低土地流转交易成本、扩大农户的正规信贷机会，是
进一步促进农户投资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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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Land Titling on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in Ｒural China
SUN Linlina，YANG Haoa and ZHENG Haitaob

( 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Beihang University;
b: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Beihang University)

Summary: Land rights are commonly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catalyst for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In China，agricultural
land is owned by collectives，and farmers own the contracting and managing rights． Sometimes farmers may fear land
expropriation，and therefore reduce their investment． In this paper，we examine the link between capital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e and land titling，and we do sousing household-level data from rural China． We also consider that the 2009
launching of China's progressive reform of land titling provide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for us． We identify the causal
impact of land titling on investment by using micro data from the China Labor Force Dynamic Survey ( CLDS) database，
which gives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farmersin 31 provinces of China．

This paper introduces several innovations to improve on previous research． 1 ) We lay out a theoretical model of
heterogeneous farmer investment in the presence of land rights，and we derive this model's empirical implications． Our
model considers the contribution of secure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indirect effects that land titling has on investment through
promoting land circulation and by relaxing credit constraints． 2 ) We econometrically evaluate the causal effects of land
titling on farmer investment in machinery． To solve the endogeneity problem，we apply the PSM-DID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s． Various robustness tests ensur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empirical results． 3) We test three kinds of influence
mechanisms: secure land rights，promotion of land circulation，and relaxation of credit constraints． The reasons for failures
of these indirect mechanisms are also discussed．

We use a DID estimator that exploits the exogenous cross-region and cross-year variations in the timings of land titling
to assess the causal effect that land titling has on investment． The assumption of a common time trend is essential for
establishing the reliability of DID results even without an assumption of random selection． We match information in the
Ｒural Fixed Observation Points database with that found in the CLDS database，and then test the common trend assumption
based on the Ｒural Fixed Observation Points database from before 2013．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common time trend
assumption is satisfied．

The paper's major finding is that land titling increases farmers' investments in machinery by 20% ． This finding is
robust to using different measures of machinery investment， controlling for time-varying regional and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controlling for both region and year fixed effects，and controlling for the cross term of region and time trend．
This paper selects two instrumental variables: “is it a pilot city the proportion of land titling in another county in the same
city”and“the proportion of land titling among sample farmers in a neighboring city of the same province”． The results from
the two-stage least squares method ( 2SLS) are close to the benchmark model． A placebo test is used to further demonstrate
the robustness of the results．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land titling has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investment among operators of
medium-sized farms，on farmers in eastern provinces，and on farms with medium levels of land productivity． The large-
scale farmers have relatively high capital stock，and their marginal returns on capital investment are low． For small-scale
farmers，the restricted scope of their operations tends to limit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Farmers in eastern provinces tend to
have higher levels of education，which increases their levels of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The high cost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small scale of operations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limit the increase of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by high-
productivity farmers．

We explore three possible explanations regarding the channels underlying these finding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protecting the stability of property rights is the main means for improving investment at this time． The measures of
relaxing credit constraints and promoting land circulation have not yet played effective roles，perhaps because of the small
scale of most farms in China． Further reducing the transaction costs of land circulation and increasing the farmers' formal
opportunities for credit are key means of promoting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and improv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Keywords: Land Titling;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Credit Constraint; Land Circulation; Heterogeneous Farmer Model
JEL Classification: Q12，Q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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